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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转型与费孝通的思想世界

陈占江 娄雪雯

内容提要：传统与现代之间如何实现有机接榫和富有张力的平衡是费孝通终身关切且致力回答的问

题。围绕这一问题，费孝通从城乡关系、中西关系和族群关系三个维度对中国现代性进行探寻和质询，留下

了丰富的思想遗产。在费孝通去世后的十余年间，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巨变，其思想遗产亦随时势之变得以

继承和激活。本文通过对 2005-2017年费孝通研究相关文献的梳理，在总结和把握费孝通研究新进展和新

趋向的同时亦在新的社会语境下，一定程度地实现对费孝通思想世界的勾勒和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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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2005年，费孝通走完了漫长而曲折的一生。作为 20世纪中国最为杰出的社会科学家之一，费孝通于

跌宕多姿、悲欣交集的生命历程中所累积的近千万文字以及凝结其中的丰厚思想倏然进入了历史。综观

费孝通一生，从青年时期主要关注乡土重建与文明转型到第二次学术生命时期侧重研究乡村经济与边区

开发，直至在耄耋之年倾力寻求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明之间的相处之道，其思想画卷随着中国现代转型的

持续推进而徐徐铺开。然而，在研究主题的转换间却始终隐伏着费孝通一以贯之的思想关怀，即，在中国

现代性进程中怎样找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接榫之处和契洽之点，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保持富有张力的

平衡并最终迈向一个美好社会（陈占江、包智明，2015）。这一所谓的“费孝通问题”既是费孝通终身对中国

现代性的探寻和质询，亦是中国现代转型必然面临的思想拷问和实践困境。

费孝通去世后的十余年间，其思想不仅没有被扔进“历史的垃圾箱”反而散发出耀眼的光芒、传递出清

晰的回响。通过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发现，2005年之前以“费孝通”为主题的论文为 532
篇，而 2005-2017年间的相关论文则高达 1196篇。同样，以“费孝通”为主题的非连续性出版物亦于 2005
年之后显著增多。费孝通研究分布的学科领域逐渐从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扩展至整个哲学社会科学，

而乡土中国、差序格局、多元一体、文化自觉等概念亦已成为中国学术的重要词汇。可以说，自 2005年以

降，费孝通研究的热度抑或费孝通思想的影响无不呈遽增之象。于此过程，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升，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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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传统文化的热度有增无减。费孝通一生“寻求富强”的宏愿似乎昭然可期。然而，

社会秩序和心态秩序的双重裂变所引发的诸种危机无不表明，中国现代性依然深陷于“古今中西”之间的

矛盾和冲突而荷戟彷徨。置身中国现代转型的复杂语境，学术界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推进费孝通研究显然

更多地基于当下的社会困顿而非仅因费孝通生前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苏力，2007）。

毋庸赘言，费孝通思想深深嵌入于 20世纪中国的现代转型，而费孝通研究则是基于现代转型的新情

境所进行的思想矿藏采掘。事实上，无论是费孝通还是费孝通的研究者都是站在“传统—现代的连续体”

上的“过渡人”（金耀基，2017：77）。准此而言，本文系统梳理 2005至 2017年间费孝通研究相关文献的旨

趣，不仅在于总结和把握费孝通研究的新进展、新趋向并对之进行批判性反思，且试图以中国现代性为经、

以费孝通研究文献为纬，在经纬交织中勾勒和呈现费孝通的思想世界。透过费孝通的思想世界能够在一

定程度上触摸或窥测我们的历史命运、现实处境、时代关切和思想焦虑。

二、城乡之间：乡土中国的现代转型

众所周知，费孝通的生命历程与中国现代性的历史进程、现代中国思想的发展历程具有高度的时间重

叠。在人生史、社会史和思想史的交汇处，中国现代性的寻求和质询成为费孝通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使

命。费孝通终身致力于为乡土中国的现代转型寻找内生性动力和可能性出路。在他看来，乡土中国的现

代转型必然在城乡关系中展开，而城乡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现代性的进程和形貌。从城乡关系

这一维度出发，费孝通提出的一系列命题、观点、论断、理论，为思考中国现代转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一）农村经济思想的再发现

费孝通自述一生的研究围绕《少数民族的社会调查》和《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两篇文章展开，而这两

篇文章的共同主题即为“中国现代转型”。为了减缓乡土中国现代转型的苦痛，费孝通青年时期即投身于

农村研究并提出以城乡关系和谐、社会渐进转型为旨归的乡土工业思想。毋庸赘言，现代转型是一个乡村

不断减少、城市相继扩张的历史进程，而这一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将乡村作为城市化的资源供给地并试图以

乡村的“自然”消失来实现城市的扩张。顾峻（2006）从费孝通乡土工业思想中挖掘出批判上述现象的思想

资源。在他看来，费孝通的乡土工业思想隐含着以乡村为本位渐进实现城乡一体的“乡村内生城市化”道

路，而这一道路应当成为中国的制度选择。显然，理想照进现实需要历经曲折探索。某种意义上，彭南生、

金东（2010）的研究梳理了这一历史。二者将乡村工业化思想—小城镇思想—区域经济发展思想的内在演

变与现代转型的具体过程进行关联性考察，呈现出乡村内生城市化的某种可能与现实困境。

相比于前者，李金铮（2014）对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费孝通农村经济思想的阐发更为系统。在对费孝通

关于农村人地关系、土地分配、农业经营方式、手工业生产等思想深入考察的基础上，李氏指出：费孝通在

人地紧张这一国情约束下所提出的经济思想充分体现了当时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与结构性矛

盾，而中国农村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决定了农村经济变革的系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与大多数学者将目光

停留在“经济”层面不同的是，潘建雷（2015）则将目光转向“社会”，把费孝通的农村经济思想纳入到社会转

型这一背景下考察。在他看来，积极发展乡土工业是中国现代转型避免巨大震荡的路径选择。一方面，植

根于农村的乡土工业可以推进农村的渐进式转变，减少旧要素的阻碍和新技术、新组织的负面影响；另一

方面，相较于集中化、规模化的城市工业，乡土工业可以抵御来自世界市场和经济危机的风险，并降低因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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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地与生产地分离而来的成本。王俊敏、王晓琳（2016）则通过对 20世纪 30年代以来江村合作经济 90年

变迁的考察，反思费孝通的合作思想与具体实践之间的距离。二人指出，费孝通强调乡村工业化应以农民

的主体性、技术与组织的互构性、乡村外部与内部的协调性为基础，而中国现代转型所引发的政府、市场和

社会之间的结构性失衡和功能性失调日益侵蚀乡村经济合作的土壤。

（二）小城镇理论的现实回响

费孝通于 20世纪 80年代提出的小城镇理论是其早期思想的延续。该理论主张城乡关系是一个连续

体，小城镇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发挥着“中间体”和“蓄水池”的功能。费孝通认为，积极发展小城镇可以从根

本上缓解城市与乡村的紧张相克，防止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双重驱动的社会转型所可能引发的城乡失衡

与断裂。小城镇理论提出后曾一度引起中央高层的高度重视，小城镇发展亦经历短暂的辉煌。20世纪 90
年代以后，小城镇发展遭遇危机而城市迅猛扩张，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城市和乡村陷入双重危机。费孝通

于 80年代的隐忧不幸成为现实。2012年，在发展危机的倒逼下，费孝通的小城镇理论被渗透到新型城镇

化战略之中。几被遗忘的小城镇理论重新引起关注。

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李培林（2013）指出费孝通的小城镇理论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在城乡差距拉大、城市

问题多发、乡村建设乏力等问题面前更加彰显该理论的历史预见性，小城镇依然是中国现代转型过程中须

将面对的大问题。沈关宝（2014）认为新型城镇化建设应从费孝通的小城镇理论吸取教益，坚持以农民为

主体、城乡一体化为导向、经济的体系化良性运行为核心，最大限度地减低高速现代化和城市化对整个社

会的冲击和震荡。丁元竹（2014）在社会变迁的历史脉络中考察费孝通小城镇理论演进的轨迹并试图激活

费孝通思想对全面深化改革的现实意义。在他看来，费孝通小城镇理论的核心思想包括城镇发展必须把

农村发展和农民致富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发展产业和解决就业是城镇发展的基础，应发挥市场在城镇资

源配置和布局中的决定性作用等。费孝通将小城镇视为减轻中国高速现代化过程中诸多震荡的阀门，主

张城镇化建设应秉持以人为本的社会经济观，这些思想对当前和今后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仍具重要的启迪

意义。奂平清（2016）则认为所谓“小城镇依然是大问题”停留在将农村作为中国现代化蓄水池的思路上，

缺乏对中国城市的发展形势、进城务工人员的保障、农村家庭的割裂与农村社区的衰败等问题的整体考

量。当前的新型城镇化不应再把小城镇当作乡村人口城市化的主要载体，而应着力践行费孝通晚年的多

元城市化思想。

（三）社会变革思想的再阐释

费孝通农村研究和城镇研究的最终旨趣在于为乡土中国的现代转型寻找出路，而其学术遗产承继的

逻辑起点在于中国现代转型所遭遇的困顿和彷徨。费孝通去世之时正值中国现代转型处于新的历史关

口。正是在这一历史关口，费孝通关于社会变革的思想受到一定程度的关注。赵旭东（2008）着眼于农村

社会变革的当下困境与未来方向，指出以国家为主导、自上而下的农村社会变革无法跳出“过公”与“过私”

的两端摇摆，唯有“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轨结合方能为农村社会发展找到正确的方向、激发农民的

积极性和创造性。在传统“乡土中国”已然终结的时代背景下，王小章（2015）撰文指出：费孝通的社会变革

思想立足于中国整体社会形态而非农村社会形态，中国现代转型既是农村的转型、城镇的转型以及城乡关

系的转型，亦是经济的转型、政治—社会治理形态乃至社会心态的转型。在“改革”成为当代中国新的意识

形态和历史使命这一语境中，陈占江（2016）在考察乡土重建理论产生的历史情境、时代命题、思想背景的

基础上，将费孝通的社会变革方案概括为“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方案”。这一方案的三个关键要点为：一是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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榫传统与现代、融通中西的时代关切与问题意识；二是以社会有机体论为内在肌理，社会改革应秉持总体

性、嵌入性和主体性原则；三是以乡土工业为经济基础的渐进性变革，旨在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构

成的和谐共生。

与前述语境化地解读费孝通思想不同的是，一些学者回到费孝通的著作文本重新阐释费孝通的社会

变革思想。王铭铭、杨清媚（2010）在《江村经济》与《乡土中国》之间不仅发现费孝通思想的前后变化而且

从中绾出一条费孝通关于社会变革思想的逻辑线索。费孝通社会变革思想的核心在于，社会制度变革和

相应的社会道德构建须并行不悖。李荣山（2016）通过考察费孝通第一次学术生命中成熟期的作品，认为

其中贯穿着一条重要的理论假设，即，实现经济与社会的“相配”或“位育”是变革的应然之途。从《江村经

济》到《乡土中国》再到《乡土重建》，费孝通的社区研究始终围绕着经济与社会的互动交织展开，并逐渐从

侧重其中一个面向转向二者有机结合的整体研究，从而形成了集功能与变迁为一体的理论旨趣。孙飞宇

（2017）系统梳理费孝通“江村调查”之前的作品后，发现费孝通早年的核心关怀在于社会变迁与社会平衡

这对主题。一方面，传统中国遭受的外来冲击促使费孝通思考社会变迁与文化调适之间的复杂互动，以期

为中国转型寻找出路；另一方面，受马林诺夫斯基、派克等人的影响，费孝通逐渐形成了对社会变迁的整体

性理解，并将变迁的目标定位于社会各部分的平衡协调。通过文本考察，重新阐释费孝通的社会变革思想

无疑会对中国现代转型提供一种镜鉴。

综上而言，城乡关系既是费孝通探寻中国现代性的基本维度，亦是中国现代转型无法跳出的框架结

构。费孝通以“乡土”为关键词、以“现代转型”为背景对城乡关系所作出的论述隐含着制度反思、现实批判

和学术对话。在中国现代转型陷入某种困顿的当下，重返费孝通显然不应为了通过政策话语印证其历史

预见性，而应借由费孝通的问题意识、提问方式、研究理路重新思考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战略等制度实践

所可能对中国现代转型造成的影响。事实上，即使在学理层面，“乡土”“绅权”所蕴含的思想仍有待进一步

挖掘和讨论。

三、中西之间：差序格局的文明镜像

乡土中国的现代转型既是制度、结构的转型亦是历史、文明的转型。不同于西方，中国的现代转型是

在西方的冲击下被迫发生而非内部的自我演化。这一历史起点决定了中国现代转型无可避免地在中国与

西方两种文明的冲突间蹒跚而行，而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性的探寻亦在中国/西方的二分框架下进行。中

国/西方的二分框架为中国现代性的实践探索和话语呈现提供了巨大的弹性空间。费孝通的思想正是在

这一空间中形成和发展的。因此，中西关系成为费孝通探寻中国现代性的另一维度。沿着这一维度，费孝

通所提出的“差序格局”既是中西比较的理论结晶亦是理解中国现代转型的重要入口。

（一）中西之争的延续

众所周知，“差序格局”是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的重要概念，用以描述与西洋“团体格局”相

对的中国社会结构。不同于“团体格局”中群己边界的清晰划分，“差序格局”的群己边界富于伸缩性、变动

性和模糊性。事实上，差序格局指涉的不仅是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包括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这一概念的

提出旨在中西比较中凸显两种文明、两种社会之间的差异。由于该书散文化、大众化和隐喻化的写作风

格，费孝通未对差序格局这一概念进行严格的界定。这一留白为后辈学者提供了重新阐释、扩展抑或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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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间。研究者借由诠释差序格局这一概念，试图挖掘中西社会文化之间的歧异或会通，实现一种富有张

力的对话。

长期以来，多数学者在看到差序格局中的“差”的同时却忽视了“序”，将之视为一个平面多结的网络而

非立体多维的结构。阎云翔（2006）认为，差序格局不仅是一个平面的人际关系网络，更是一个立体的尊卑

差等结构。在此结构中，人们形成了一种等级化的差序人格，而这一人格为差序格局的再生产提供了文化

基础。翟学伟（2009）认为阎氏的“新奇”观点是对费孝通思想的误读，立体的等级结构与以己为中心的自

我主义无法相容，差序格局只可以表达人际关系上的亲疏远近而无法安放个体在立体化的等级结构中的

位置。针对阎、翟的分歧，廉如鉴（2010）认为二人的观点均有原始文本的依据却忽略了原始文本所存在的

“名实分离”的内在矛盾，而这一矛盾成为误将差序格局等同自我中心网络、视中国人行为的逻辑为自我主

义以及引发种种争论的渊薮。李恭忠（2011）则认为，从家庭/社区、社会、民族/国家这几个逐级递升的立体

层面重新审视差序格局，不仅可以从中看到这一概念所具有的立体社会结构内涵而且能够找到一般社会

层面的事实确证。孟凡行、色音（2016）的观点则具有鲜明的调和色彩，认为差序格局包括立体的社会结构

和人的行动实践两个方面。

在“平面说”与“立体说”之争尚未止息的同时，一些学者转入文明的深处重新诠释差序格局。沈毅

（2007）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视野对差序格局的文化底蕴进行了挖掘。在他看来，差序格局中“己”的行动表

达和关系构建沿着利益、情感和伦理三个维度进行，但利、情和义三者之间既紧张又交融的混合关系决定

了中国式差序关系从根本上区别于西方个人主义文化中的二元关系分类。吴飞（2011）则从丧服制度研究

出发，敏锐地指出“家”在差序格局的外推原则中是起到分野的关键节点。由于自我与家庭乃至家族之间

存在直接依赖关系，因此家是一个特殊的伦理单位，从己身推至家再至天下并不适用同一的利益原则。周

飞舟（2015）亦从中国古代的五服制入手，通过经学文献中关于丧服的研究，展现亲亲与尊尊的服丧原则以

揭示差序格局与伦理本位之间的密切关系。在他看来，特殊主义的关系推导只是差序格局的运作形式而

非差序格局的伦理指涉，差序格局的要义恰恰在于蕴含在孝、悌、敬、爱中的固定层次与普遍主义而非变动

不居的特殊主义。

差序格局所蕴含的儒家伦理在实践中所遭遇的内在困难已为学界所注意。赵汀阳（2007）认为费孝通

的差序格局概念揭示出儒家道德体系一直都没有完成普遍性的理论构造。易言之，儒家理论并不是一种

超越其实践情景的纯粹理论，其普遍原则总是消失在具体情景中，从而出现行对言的解构。刘忠魏（2014）
通过对集亲属制度、权力分配和信仰于一体的礼制模式的分析，发现差序格局中的“己”具有二重性：一方

面，“己”属于某种文化系统或规则系统先在于；另一方面，“己”在建立和维系各种关系的过程中形成自身

的人格属性。规则与个体之间的矛盾蕴藏着社会结构维系和变迁的动力。沿循赵、刘的思考，陈占江

（2015）从费孝通关于差序格局的相关论述中发现，中国文化特质并非一般所认为的绝对自我主义而是自

我主义与克己主义相互吸纳又彼此否定的二重属性。两者之间的张力体现于大传统倡导的道德理想与小

传统践行的道德实在之间的复杂关联之中。无独有偶，王建民（2017）同样反对将差序格局背后的思维结

构单性化为绝对自我主义。差序格局中的“己”具有“外推”和“收缩”两种意向和能力，前者是由私人关系

向公共性的扩展，而后者则是由公共性向私人关系的回归。由此可见，儒家思想具有自我主义和超越意识

的双重面向。

上述研究基于对费孝通文本的解读、分析与发挥，将对差序格局的反思引向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处并通

-- 89



过潜在的中西对话呈现中国之“特殊性”。然而，这一研究路向正在遭遇颠覆性挑战。阎明（2016）通过对

差序格局的发生学考察发现，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与美国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的“乡土社会”有着密切的

关联。差序格局所显示的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特征并非“乡土中国”所独有，而是受自然环境和

技术条件所限、社会生活范围较小的“乡土社会”所共有。同样，苏力（2017）反对将差序格局作为描述中国

社会特有结构的经典概念。在他看来，人对于世界的差序化理解是一种普遍的心理，在中西方历史上均有

体现而非唯中国独有。因此，差序格局并非是中西差异的体现，而是历史发展的表征。

（二）转型困顿的寻因

1936年费孝通在刚刚经历一场妻亡己伤的劫难后，躺在医院中编写《花蓝瑶社会组织》。在该书的后

记中，青年费孝通以文言志：“使中国文化能得到一个正确的路径”（2009a：433）。1997年游访苏州古镇，

晚年费孝通却发出“文化转型何其如此费精神”的浩叹（2009b：256）。中国文化转型所经历的艰难曲折、所

陷入的困顿彷徨似乎逾出费孝通的逆料。从早年到晚年，费孝通所面临的时代难题即是中国政治、经济、

社会、文化的现代转型，而文化转型最具根本性。毫无疑问，费孝通去世后的当代中国依然面临这一难

题。中国转型的困顿究竟原因何在？研究者试图从费孝通关于差序格局的论述中寻找病理。

差序格局的演变与社会转型的深入是同一历史过程，而内在于民情深处的差序格局与政府主导的社

会转型之间既相互型构又相互解构。陈占江（2007）认为，差序格局所内含的特殊主义信任结构、差序化的

资源分配模式以及民情深处的等级意识、情理观念成为中国现代转型的阻抑力量。英国汉学家王斯福

（2009）认为，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经济关系的重要性日益渗透到人际交往之中，以血缘为基础的旧差序格

局逐渐演变为以信任和公共利益为基础的新差序格局。新差序格局的逻辑依然是社会自我主义，而社会

自我主义对现代中国的经济制度与政治组织的建构和运行具有消极性影响。肖瑛（2014）认为，以“亲亲”

和“尊尊”为纽带的等级制差序格局的道德功能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不断弱化，而社会心理意义上以自

我主义为本质的差序格局却逐渐极端化为特权主义和利己主义。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差序格局不仅没有

消失，反而演变为基于理性意志的新差序格局。新差序格局的持久存在决定了中国现代转型必定艰难和

漫长。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现代转型是一个对私域与公域、个体与社群、个体性与公共性的关系不断重构的

过程。张江华（2010）将中国现代转型的病灶归结于差序格局与公共性之间的矛盾。在他看来，中国所谓

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具有同源性和同构性，由此决定了中国社会的公共性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与取决于

处于“差序格局”中心的某个个体或某一批个体的道德性。中国当代“差序格局”社会结构的延续和个体道

德性的衰退使得人们所期望的社会现代转型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李友梅等（2012）研究发现，现代社

会建设的重要目标和支撑条件之一是公共性的培育，而差序格局却是公共性发育和成长的消解力量。从

逻辑上，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科层体制与差序格局无法相容；在实践中，三者之间却以独特的机制相互结

合并不断激发自我主义的生成和扩张。王建民（2014）指出，社会转型在根本上是文化转型。百余年来，

“差序格局”背后的自我主义与“差序人格”仍然广泛弥散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心灵深处，这种文化形态在

很大程度上阻抑个体性与公共性的深度联结，无法形成现代社会应有的社会团结和心灵秩序。刘拥华

（2015）认为中国的社会重建和国家重建实质上是公共性建构，而费孝通借由差序格局的论述表达对中国

现代转型的隐忧。中国现代转型需要在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个体自由与政治权力、个人生活与团体生活

之间建立一套制度安排，而差序格局所内含的自我主义无法支撑这一制度的形成和运行。

中国现代转型与费孝通的思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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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抑或对中国现代转型的思考都无法脱离中/西这个二元框架。西力东侵之

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怀揣悲愤的心情摇摆于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两端。费孝通对中国文化

的处境怀有深切的同情，这种同情让其对中国文化的劣根性进行批判的同时亦看到中国文化的否定性逻

辑所蕴含的巨大张力。在费孝通那里，差序格局具有自我主义、幽暗意识和克己主义、超越精神的双重面

向。从早年对前者的强调到晚年对后者的倡扬，这一隐秘而细微的变化反映出费孝通对中国文化处境的

切身体察和强烈忧患。既有研究对差序格局的理解和谈论几乎集中于费孝通的早期论述而忽略其思想转

折，显然难以把握费孝通现代性思想的深度和复杂性。

四、族群之间：多元一体的现代境遇

近代西方的冲击将中国陷入一场恒久的文明纠葛之中。对中国而言，西方文明完全是“异质性原理”

（沟口雄三，2011：100），而中国却在救亡图存的压力下迫切地希望纳入其宣称的普遍性模式之中。尤其是

在传统帝国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无法嵌套于西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的逻辑之中。“何为中国”因此成为思想界萦绕不去的困惑。21世纪以来，因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变化

和内部族群关系的变动而致“何为中国”再度成为一个广受瞩目的文化与政治议题。在直接或间接介入这

一议题的讨论中，费孝通的思想遗产作为重要资源被继承和激活。从大瑶山调查到边区开发研究再到多

元一体格局、文化自觉等理论的提出，费孝通沿着族群关系这一维度展开对中国现代性的探寻。

（一）多元与一体的关系再辩

不言而喻，中国所在的疆域具有复杂多样的自然风貌、地质结构和生态类型而且分布着社会文化各异

的多个族群。费孝通将各个族群的所在地域划分为六大板块和三大走廊。经由三大走廊，“许许多多分散

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

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费孝通，2009c:109）。费孝通提出的“多元一体”理论

从“从多元到一体”这一历史维度完成了对“中国”的叙事重构，从“多元与一体”的结构维度对族群关系进

行了分析。这一理论是在历史与现实、文化与政治、民族与国家的多重框架下提出的，本身即是对西方“民

族国家”理论的回应。

多元一体论自 20世纪 80年代末提出后所引起的讨论历久不竭。孙秋云（2006）在回顾总结多元一

体论的基本内涵与影响的基础上，提出了两点修正与补充。其一，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固

然是近百年来与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出现的，但这种自觉意识在中国境内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地区

的不同集团中的表现不具同一性。其二，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是汉文明而非汉族

族体起到了凝聚统摄的核心作用。徐杰舜（2008）则认为学术界过于强调多元一体论的“结构”面向而

忽略其“过程”面向，极大地抑制了该理论的解释力。多元一体论是对中国族群之间聚合、分离、互动、整

合的结构论诠释。然而，多元一体论不仅是结构论也是过程论，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漫长、曲折而复杂的历

史中方能真正理解中国。显然，包括上述两位在内的绝大多数学者都接受从多元到一体的历史真实。姚

新勇（2010）却认为，执着于历史考证为现实辩护容易陷入将历史等同于现实的认识误区。多元一体与其

说是对一个已然形成的稳固的历史实在的指认，毋宁说是一种面临着转型考验的中华民族有待进一步

建构的理想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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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一体论的核心在于“多元”与“一体”的关系，而对这一关系的理解则影响到费孝通思想的准确把

握。王铭铭（2012：84-85）把《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视为费孝通所写的“另一种中国史”，一部超

民族、超文化的多元混杂流变的中国史。在他看来，中国是一个具有包容性、多样性的文明体，这一文明体

的形成是以族群互动保持各自特性为基础的，而非以“一体”压抑或抹杀“多元”。与王铭铭的观点相似，赵

旭东（2012）进一步强调“多元”和“一体”之间属于一种相互包含的依赖关系，不应将二者割裂开来或过度

强调某一面。对于多元一体论的理解应在现实的“一体”格局中理解和呈现“多元”分化、演变的过程，审视

和宣扬一种在一体之下的多元存在的可能，避免过度宣扬一体而压抑多元自由发展的空间。汪晖（2011）
通过对西藏问题的分析，论证了多元一体的未完成性及多元与一体之间的内在紧张。在汪看来，长期实行

的以族群划分政区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忽略了政区范畴内族群多样、混杂的历史和现实，从而造成族群之

间压抑、排挤和驱离的后果。事实上，“分而未裂、融而未合”的现实情状所隐含的巨大张力为中国现代转

型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作为一种政治与文化既要分离又要结合的模式，‘多民族国家’显然会存在诸多

的与民族国家不同的内在紧张性。”（王铭铭，2005：98）
（二）族群与文化的命运忧思

历史和现实表明，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双重脉动中，任何一个族群的文化都面临着转型的压力，“只有

从文化转型上求生路”（费孝通，2009f：15）。然而，文化转型既非自发的过程亦无给定的方向，而转向何

方、转至何处却直接影响到任一族群能否适应新环境、新挑战。费孝通为此指出，文化转型必须建立在文

化自觉的基础之上，以自觉的意识引领转型的过程和方向。在其思想谱系中，文化自觉理论是乡土工业、

差序格局、多元一体等思想的延续，蕴含着费氏对中国各个族群以及整个中华民族在全球化时代的处境和

命运所怀有的危机意识和忧患精神。

费孝通的文化自觉论从两个维度展开：“古今”——时间维度、“中西”——空间维度。麻国庆（2005）将

文化自觉理论纳入中国内部族群之间和中国与世界其他族群之间的双重结构中进行考察，认为文化自觉

为不同族群之间的对话和多元文化的共生提供了可能。在全球化过程中，世界体系的中心和边缘以及边

缘中的中心与边缘之间不应是单向度的拓殖或彼此之间的冲突和对抗，而应以“和而不同”的对话理念处

理多元文化之间的关系。同样沿着空间这一维度，苏国勋（2006）更加强调文化自主性之于文化自觉的重

要性。在他看来，中西文化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两种既呈分立态势又相互补弊的文化类型，二者之间

是一种平等而非隶属的关系；在西方文化快速扩张的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应在自主学习的过程中实现文

化系统的更新和重生。方李莉（2007）的思考则沿着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展开。在她看来，文化自觉包括

两个方面：如何重新认识我们的传统和如何更新我们的文化。在文化自觉的过程中，应打破传统与现代、

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的对立观念，通过多元的参照体系认识和定位自我。在文化自觉近乎成为一种意识

形态的语境中，赵旭东（2007）指出，超越文化相对主义的文化自觉若走向极端，则很可能跌入民族的自我

中心主义。位于文化对立与文化自觉之间才是一种真正避开文化相对主义与民族主义陷阱的最佳选择，

以此避免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的文化迷失。

随着研究的深入，“文化自觉的主体是谁”渐渐浮出学术的地平线。费孝通尽管指出文化自觉是“生活

在一定文化中的人”的自觉，但并未对此“人”究竟是指大众还是精英抑或其他做出明确说明。事实上，研

究者也大多对之存而不论。通过对费孝通思想的总体性考察，王铭铭（2014）指出，文化自觉的担纲者在传

统社会是士大夫而在现代中国则是知识分子。费孝通建立起两条理解中国的轴线：天子、士人与乡民构成

中国现代转型与费孝通的思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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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层结构和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你我关系”，前者为纵轴而后者则为横轴。无论是纵轴还是横轴的

中介环节都是士大夫，士大夫扮演着沟通大传统与小传统、汉族与少数民族的角色。在现代社会，担纲文

化自觉的主体只可能是知识分子。那么，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究竟能否成为文化自觉的主体？黄志辉

（2015）在费孝通关于“新战国”、“新孔子”的论述中似乎找到了答案。费孝通曾将 21世纪称为“新战国世

纪”，不同族群文化在跨越地域疆界之后彼此之间发生碰撞、冲突而致心态秩序和生态秩序崩裂。建构一

个人与人相处中能够彼此安心、安全、遂生、乐业的道义秩序唯有“新孔子”能担负。费氏理想中的新孔子

谙熟世界各个族群文化，具有博大、深邃、广阔的新思路和新人文理念。显然，新孔子尚未出现而一般知识

分子又无力担纲文化自觉的使命。如果沿着李友梅（2010）的思考，我们将会更加深入地理解文化自觉的

艰难历程和费孝通这一代知识分子在古今中西之争中终难摆脱的思想困境。

综上可知，费孝通对中国现代性的探寻区别于一般思想家之处在于，他将传统视为多元的文化结构而

非仅仅儒学所代表的大传统、将中国视为多个族群所构成的文明体而非以汉族为核心的“儒教中国”。将

族群关系拉回中国现代性的逻辑决非费孝通出于某种策略性的考量，而是基于对中国历史和西方现代性

的深刻理解。“传统中国不是欧洲式的小公国，而是腹地广阔，中央与地方、城市与乡村、主体民族与少数民

族之间关系比较复杂而多元的文明国家”，而传统中国的现代形态必然与“从欧洲的小公国转变而来的民

族国家有着很大不同”（费孝通，2009d：158）。从帝国向国家转换的过程中，中国既要努力建构不同族群之

间多元一体的叠合认同，也要着力化解中华民族与西方族群之间的文明冲突。在族群竞争日益激烈的全

球化时代，费孝通的多元一体论显然充满着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

五、总结与讨论

费孝通逝世后的十余年间，研究者从各个主题、多个路径、不同视角对费孝通思想进行了深入的阐

发。研究者围绕“探寻中国的现代性”这一核心线索，分别沿着城乡关系、中西关系和族群关系三个维度展

开对费孝通思想的挖掘和阐发。通过研究者的还原与激活，费孝通的思想世界更加清晰、明朗。然而，费

孝通复杂的生命历程、角色扮演和思想结构既给后人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也对其构成极大的挑战。概

括而言，费孝通研究大概分为三种类型：“由情入思”、“由时入思”和“由史入思”。

第一种类型：“由情入思”。出于对已故学者的怀念而带有某种情感地进入其思想世界，这种研究类型

在学术界并不鲜见。费孝通以其学术研究的卓越成就和学科建设的重要贡献赢得了后辈学者的普遍尊敬

和深切爱戴。费孝通去世后，学术界先后举办了费孝通 100周年诞辰、《小城镇、大问题》发表 30周年、费孝

通逝世 10周年、大瑶山调查 80周年、江村调查 80周年等重要纪念活动。这些活动的成功举办以及出于纪

念而撰写的论文在推进费孝通研究的同时却也不同程度地为费孝通研究蒙上一层情感色彩。毋庸讳言，

因怀有崇敬、爱戴、感激、追怀之情而进入费孝通思想世界的研究在相当长时期内一定程度的存在，甚至形

成一种“称颂费孝通”的氛围（全京秀，2013）。然而，“称颂费孝通”不仅不会增添费孝通思想的光芒反而因

窒息学术发展过程中应有的批判精神而扭曲、肢解费孝通的思想风貌，最终无法敞开和呈现一个完整而真

实的费孝通思想世界。

第二种类型：“由时入思”。重返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把握现实。在这个意义上，重返费孝通的思想世界

无疑是为了更好地把握当下中国的现实处境，试图从中获取解释现实的理论资源。可以说，“由时入思”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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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研究者进入费孝通思想世界的出发原点。费孝通一生“行行重行行”，主张“从实致知”，其思想衍生于

鲜活的中国经验。然而，中国现代性是一曲未定的音调。费孝通生前关注的乡村工业、家庭变迁、人口流

动、社区治理、城乡发展、乡镇企业、边疆开发、族群矛盾、文明冲突等主题依然在变动演化。费孝通思想

所立基的历史经验与当下正在发生的现实经验既具一脉相承性又有断裂冲突性，而“去语境化”地阐释费

孝通思想不仅无助于现实处境的准确把握反而会产生某种可能的思想误导或理论迷雾。在费孝通研究

中，这种现象一定程度地存在。应然之途乃是，在还原思想所立基的历史经验与捕捉切近的现实经验之

间构建一个有效的对话和连接机制，从中寻找历史经验与现实经验的共通和歧异，由此激活费孝通思想

的时代价值。

第三种类型：“由史入思”。任何学者的知识生产都难以脱离个体的生命体验以及寄身其间的社会土

壤和思想背景。不消说，费孝通的思想形成和演变是其个体的生命历程、社会的急剧变迁和时代精神的变

动之间复杂互动的结果。以此而言，深入研究费孝通思想应具有历史性和总体性视野，将其思想纳入到人

生史、社会史和思想史中进行关联性考察。目前具有历史眼光的费孝通研究更多地将其纳入到社会学、人

类学、民族学等学科史而非人生史、社会史和思想史。费孝通的人生史，业已出版大卫·阿古什、张冠生、李

昇明分别所撰的费孝通传，但更为详尽完整的关于费孝通一生行止的文字仍有待搜求。个体无法独立于

社会之外，人生史一定意义上即为社会史。在人生史和社会史的双重脉络中把握费孝通思想的同时亦应

注重其内在理路，努力爬梳其思想形成和演变的轨迹和逻辑，捕捉其与前代和同代学者之间的思想关联和

分殊。人生史、社会史和思想史的交叉互融将为费孝通研究打开新的天地。遗憾的是，这是一条人迹罕至

亦难至的道路，“去历史化”的研究依然众声喧哗。

应当看到，理论上深化和经验上激活是费孝通研究的两翼，某种程度地实现了历史与现实、文本与实

践、理论与经验的对话。然而，情感化抑或去语境化、去历史化的研究却极大地限制了费孝通研究应有深

度的抵达和广度的扩展。如何在新的时代坐标和思想地图中继续深化和激活费孝通思想，既取决于我们

对中国现代处境的理解和社会理想图景的擘画，亦取决于中国现代性所陷古今中西冲突的深度和烈度。

在这个意义上，费孝通研究依然是一个未竟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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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Modern Transformation and Fei Xiaotong’s

Intellectual World
CHEN Zhan-jiang； LOU Xue-wen

Abstract：How to link and achieve a balance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s Fei Xiaotong’s
life-long concern and issue to respond．Focusing on his key problem，Fei Xiaotong explored and searched
Chinese modernity from three dimensions of urban-rural relations，Sino-western relations and ethnic rela⁃
tions，which has become a rich intellectual heritage．It has been over 10 years since Fei Xiaotong passed
away．During this period of time，profound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Chinese society．Due to it，Fei
Xiaotong’s intellectual property also gets inherited and activated．This paper examines to reconstruct Fei
Xiaotong’s intellectual world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during 2005-2017 to combine new research trends on
Fei Xiaotong’s study and new social rea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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